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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
——1949年前苏联伯力城战犯审判摭论

□孙家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100720）

【内容摘要】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城举行的日本细菌战

犯审判，是二战后系列战犯审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

中且公开的细菌战审判，使当年日本731等细菌部队进行人类活体实验、制造和

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最大受害者，理应将相

关历史深刻铭记，并对这场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伯力审判有充分了解。但遗憾的

是，由于长期人为的曲解或掩盖，我们对于这场重要的国际战犯审判相当陌生。今

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重提这段历史，权作对

于无数亡灵的深切悼念，并由衷企望世界和平。

【关 键 词】伯力城；日本战犯；细菌武器；战后审判。

【作者简介】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我国在 9 月 3 日举行

了盛大的阅兵式，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以多

种多样的方式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

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被大规

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以形形色色的方式，

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

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欲讨论的是一场近乎

被国人遗忘，但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战后

国际审判活动—— 1949 年 12 月 25-30 日，在

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

针对侵华日军“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战争罪

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

人在内的 12 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哈

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经由1860年的《北

京条约》，被迫割让给沙皇俄国。该地在汉语

中旧名“伯力”，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审判”或

“伯力城审判”（Khabarovsk Trials）。

伯 力 城 审 判 产 生 于 特 定 的 国 际 时

势 背 景 下，长 期 遭 受 人 为 曲 解 和 掩 饰，

并 未 引 起 足 够 重 视。二 战 后，关 于 昔 日

战 犯 的 国 际 审 判 活 动，最 著 名 者，莫 过

于 两 场：纽 伦 堡 审 判（Nuremberg Trials，

1945.11.21-1946.10.1）和 东 京 审 判（Tokyo 

Trials，1946.1.19-1948.11.12）。此二者不仅为

战争犯罪审判开辟了崭新纪元，更衍生出若

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

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

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

然而，正如无数论者所指出，战后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与日本

军国主义所曾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太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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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即如东京审判中虽然对二十八名甲级战

犯提起公诉，并将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战

争罪魁送上绞刑架，但是原被列为“战争罪犯

嫌疑人”的众多日本战犯（包括乙级和丙级）

最终逃脱了审判，不了了之。另外，关于日本

诸般战争罪行的揭发和审判追责，也很不彻

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

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

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

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

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1]、细菌武器开发、

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后，当时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

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

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从其羁押的大批日

本战俘中，选出两名细菌战犯（柄泽十三夫和

川岛清），进行司法讯问，并将相关讯问笔录

作为证言提交给远东军事法庭，拟就日军细

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

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

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

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

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

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

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

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

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

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

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

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即正式拉开序幕。

而发生于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的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

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

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

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

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

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1949年12

月 25 日至 30 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

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

从当时拘禁的数十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

菌战犯，就其所犯下的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

开审判。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

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

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

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

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

佐柄泽十三夫，前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

俊英，前第 731 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

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

前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

前第 100 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

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

光及前第 731 部队第 162 支队医务实验员久

留岛祐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

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武器”的

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

战的有力的“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

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

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

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2]，尤

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

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实施细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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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

战争法规和惯例[3] 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

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美国掩盖这些令

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

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强

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其掩盖日军细菌战罪行

事实的前提下，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进行

反宣传，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

（Political Show），只是苏联进行的宣传伎俩而

已；另一方面，通过不正当的行政或其他手段

强制干预，对一些媒体的客观报道进行封锁。

然而，1981 年美国记者鲍威尔在媒体上

公开发文，揭露当年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

交易，并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的事实，引起巨

大轰动[4]。其后，随着美国政府解密相关档案，

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

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

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

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逐

步大白于天下。

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

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

器资料，但在此事上牺牲的是一个以“道德楷

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

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

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

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

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

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

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

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
[5]。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

审判，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

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

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再从后续发展来看，苏联在伯力城对于日

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

经验。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战俘（连同部分

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

犯管理所。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

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45名

战争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

所者）。据曾经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

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

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

用了人家的程序”[6]。另有证据表明，苏联的伯

力审判记录更成为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审办日本细菌战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项重要

书证[7]。而榊原秀夫作为日本关东军第731部

队林口支队的负责人，其前任便是在伯力审判

中曾经受审的西俊英。当然，中国对于日本战

犯的司法审理，有不少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

面的创造，亦绝非照搬苏联经验。再者，如从战

犯认罪和思想改造的长期效果来看，中国对于

日本战犯“以德服人”的改造策略，以及极为宽

大的审判政策，明显更深入人心。

在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

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1950 年 4 月底或

5 月初，经过编辑整理，设于莫斯科的国立政

治书籍出版局便以俄文出版了一本名为《前

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战武器被控

案审判材料》的书[8]。随后——或者说很快，

该书便被译成多国文字，由位于苏联莫斯科

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印行。从笔者所见

该书中、英、日、德四种版本样式窥之，该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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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完整版权标识或销售信息（如经销定价），

应属官方特种印刷品，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

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有鉴于

此，但凡得此原本者，无不加以珍视；甚或争

取机会整理出版，以此警世。据笔者有限所

见，除 1950 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文

原版外，近二十年间，该书至少在中国已被三

次重新出版，且均经改拟书名，大致如下：（1）

《伯力审判—— 12 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署作“佛洋编

写”。（2）《1949 伯力大审判：侵华日军使用细

菌武器案庭审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署作“姜力编”。（3）《日本细菌战战犯

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署作“王国栋编译”。以上三者，虽然书名和署

名方式各异，但内容并无二致。此外，该书的

日文版与中文版大致同时出版，并很快传到

日本。1981 年 10 月，曾经沦为苏联战俘的日

本作家山田清三郎，根据本书的日文原版，

以纪实文学的笔法撰写发表了《细菌战军事

裁判：记录小说》（新兴出版社发行）一书；次

年 7 月，不二出版株式会社又在该书日文原

版基础上影印重版，并改名为《公审记录——

七三一细菌战部队》，侧面表明日本民间确有

一些人士对于这场重要的审判表示关注。如

今在中国大陆，中文原本十分罕见，三次重版

本也早经售罄，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为了忘却的纪念”，很有必要再次

重版此书[9]。

另 外，笔 者 阅 读 研 究 中 发 现：数 十 年

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

的伯力城战犯审判，一直鲜有深入专门的研

究成果。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更属“知者甚

寡”。目前的中国学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

审判的历史记录，讨论研究中国抗战期间的

细菌战、活体实验等问题，或根据新近发现

资料或实地调查报告，就伯力城审判中未能

发现或存在偏差的细菌战史实，进行补充和

修正。换言之，比较侧重在细菌战或抗战史

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这场审

判本身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论者只能根据

目前这本伯力城审判材料，做些简单介绍而

已。因而，透过冷战的历史烟云，全面厘清

伯力城审判的历史背景、审判过程、时代反

响及其历史遗绪，仍是亟待研究开发的宏大

学术课题。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数十年侵

华战争期间给我们的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巨大

伤害？又该如何看待惨酷无比的“活体实验”

和细菌战罪行？1962 年 6 月，前远东国际法

庭法官梅汝璈先生在追述南京大屠杀的一篇

文章结尾处特别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

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

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

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10] 然在笔

者看来，追溯或纪念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拒

绝人类对于痛苦经历近乎本能的“选择性遗

忘”，更在于正视历史惨淡的真实，深刻反省：

人类何以一面高扬理性的旗帜，礼赞人性的

光荣伟大，另一面却在同类间大肆杀戮，以致

给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灾难？我们相信，只有从

真实的历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寻绎出

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当今世界

的影响始终没有消歇。遑论这场大战所形塑

的崭新世界格局与战前迥然不同，亦不论这

场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又经历几多沧桑剧变，

单就这场战争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杀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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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子武器、生化细菌武器）来说，其对人类

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严重冲击，仍

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乃至引起公众的

警惧或恐慌。

与此同时，自世界范围看，包括当年交战

各国（尤其一些“大国”）在内，今天的人们对

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既难言完全一致，

更难说有多么彻底。日本政府一方，对于当年

侵华战争的态度，经常游移于有限承认和坚

决否定之间。媒体亦时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

侵略战争的言论，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员不断

为当年的甲级战犯招魂献祭。对于日本二战

时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来说，不

仅绝大多数细菌战罪魁最终逃脱刑责，得享

天年，有的甚至复出政坛，成为美国当年太平

洋战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从未就此正

面表示道歉。2007 年 5 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

驳回中国 180 名细菌战受害者的上诉，虽然没

有否定日军当年细菌战犯罪事实，但拒绝对

受害者进行赔偿，便足以说明一切。

因此，当我们在追溯或纪念历史的时候，

不仅需要通过这种追溯或纪念，来拒绝遗忘

历史的惨痛教训，更需要清醒地认识真实的

历史，正视历史。

注释：

[1]其实遭受日军“活体实验”者众多，除大量中国同胞

外，还有不少苏联人、外蒙古人，甚至美英战俘。

[2]这场审判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比如，日军“准备和实

施细菌战争”等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按照一般国际

法惯例和规则，理应由中方行使主要审判职责，并充分考虑中

国人民在日军进行“活体实验”和细菌战争中所受之伤亡损失。

但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战争疮痍未复，尚无法进行此类审判活

动，而在苏联主导下的这场审判活动，基于苏联国际社会主义

运动领袖的霸主地位，更侧重苏联国家、军队和民众所遭受的

战争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3]如1925 年 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禁止在战争中使

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规定：

“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使用一切

类似的液体、物体或器件，受到文明世界舆论的正当的谴责；

鉴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缔结的条约中已经宣布禁止这种使

用，为了使此项禁令被普遍接受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对各国良

心和实践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兹宣告：“各缔约国如果尚未缔

结禁止这种使用的条约，均接受这项禁令，各缔约国同意将这

项禁令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并同意缔约国之间的

关系按照本宣言的条款受到约束。”（王铁崖、朱荔荪等编：《战

争法文献集》第 140-142 页，[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虽然日本、美国同为发起签署国，但该议定书并未获本国政府

批准，为此后两国的细菌武器研究、应用埋下伏笔。最终，日本

直到 1970 年 5 月 21 日才批准加入此议定书，美国则至 1975 年

4 月 10 日批准加入，而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1929 年 8 月

24 日便已批准加入。

[4]约翰.W. 鲍威尔：《日本的生化武器：1930-1945》，载

《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 年

10 月。该文又载于同年《纽约时报》1981 年 11 月 1 日。

[5]个中原因，或忙于内战，或许是在美国压力下，不得已

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

[6]袁 光：《从红军战士到军法将军》第 153 页，[ 南昌] 江

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7]王战平：《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纪实》第 361 页，[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8]1950 年 5 月 14 日《人民日报》（第 4 版）转载塔斯社莫

斯科十日讯：“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局最近出版《被控犯有

准备及使用细菌武器罪的前日本武装部队人员审讯案材料》

的专辑。真理报与消息报皆著文评论该书。”

[9]经本人编校，该书以《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

的证言》之名，2015 年 5 月由九州出版社重版刊出。一则以审

判发生地地名称之，比较符合国际语文惯例；二则言该书“沉

默半个世纪”，乃因中国（提前）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在 1964

年 4 月——自此关于日本战犯的个体的诉讼问责宣告终结，

国内关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揭发也骤然沉寂，距离提出

本次出版动议（2014 年）正好五十周年，故命此名。

[10] 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

件》，载梅小璈、范忠信选编：《梅汝璈法学文集》第 408-409 页，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


